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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　 岩　 闫　 勇

抗日战争真正进入学术视野发轫于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 ７０ 年的积累与发展，特别

是自 １９９１ 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与《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以来，抗战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成
果日益丰硕，迄今抗战史研究已呈蔚为壮观之势，抗战史已经具备了独立学科的属性。 厘清 ７０ 年来

抗战研究的学术轨迹，总结和检讨研究过程中的得失，探索未来发展的进路，对于打造更为成熟的学科

体系与学术共同体极有必要。 职是之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抗日战争纪念网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２ 月 １ 日在南开大学举办了“抗战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
此次会议共邀请专家、学者 ４０ 余位。 其中既有在抗战史研究领域耕耘有年的学术骨干，也有

通过征文遴选参会的新生力量；既有中国史专业的同行，也有日本史方向的学者；既有作者，也有出

版社、期刊的编辑。 目的是通过对话激发思想的火花，群策群力把抗战研究继续发扬光大。 开幕式

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抗日战争纪念网

副主编暨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唐智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代表主办单位分别致

辞。 王建朗指出，在中国近代史所有时段的历史研究中，抗战史研究最为热门，近年来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近 ３０ 项课题的立项更助推了它的热度，但热门之下仍有诸多研

究不充分的地方，即便是积淀较深的研究议题也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
会议围绕抗战学术史的梳理总共进行了六个场次的讨论，内容既有整体性与概念性问题的梳

理，也包括具体专题性的梳理，其中在中共抗战、日本侵华等专题上讨论较为集中。 现将与会学者

发言简要介绍如下，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

一、 整体性与概念性问题

北京大学臧运祜的《抗战史研究的冷与热———中国抗战史研究 ７０ 年之我见》一文，认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即抗战研究的前 ４０ 年，总体的研究状况是“冷”的；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抗战史

进入“渐热”状态，并逐渐达到高潮。 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然是“热中有冷” “冷中可热”。
诸如“中国十四年抗战史”的问题，中国抗战史的定位问题，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与民众生

活、文化教育与思想、沦陷区、日本侵华方面的研究等，仍较为薄弱；又如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的比

较研究，战时中共及其军队与根据地，国民党及其政府与正面战场在基层、底层的状况，战时中国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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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势力、少数民族、西北与西南大后方、华侨华人等方面的研究，战时的日伪政权及其关系问题，日本

战后的历史认识问题，沦陷区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等，都是可以成为或已开始成为热门的专题。
南京大学陈谦平的《十四年抗战史的分期问题》，主张抗战史应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七七事

变之前的局部抗战、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国单独全面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

国际抗战。 其中最后一个阶段最为重要，它奠定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与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乃
至现在的东亚国际秩序也是由此奠定的。

南开大学李金铮在《抗战整体史之叙述困境》的报告中指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完成

一部主线清晰、内容全面、叙述客观、令人信服的抗日战争通史。 但从目前的整体史叙述来看，还存在

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如何进一步去呈现支撑抗战的基础性的社会、经济、文化力量（即体现抗战深

沉的历史感），值得思考；其二，抗战的主线除了抗日斗争之外，还存在另外一条主线，即国共之间的分

歧、矛盾、斗争、摩擦，也是应该去呈现的；其三，对于国民党战场的叙述，其敌后抗战的篇幅相对较少。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吴志军的《学术史治理与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化进程》，指出抗战学术

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需要超越抗战史本身，关注历史研究者如何看待、研究和表述抗

战史；二是要将抗战史研究放到一个更为宽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加以定位和理解；三是要

进一步探讨抗战史研究所依靠的历史哲学基础、思想理论预设、史学问题立意、核心价值观念以及

叙事结构风范等，集中分析抗战史研究的历史和史学理论与方法。
南京大学张生的《穿行于“碎片”之中的历史学以及应有态度》，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回避碎片，

但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要碎片化，对碎片的研究是指向重大问题的必由之路；微观化与精细化并不

等同于碎片化；碎片化的成因是受时代变化引起的史学变化；在个别研究中，碎片化有导向历史虚

无主义的倾向；历史的本质是整体性与延续性，作为历史核心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碎

片化研究是应该拒绝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的《“全面抗战”“全国抗战”及其他———兼谈抗日战争史

研究中概念的择用、适用和语境问题》，考察了在抗战史研究的文论中，指代中国抗战的一系列概

念的使用状况及所指意涵，认为“全面抗战”一词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都有适用性，提醒人们不应

将之僵化地限制在特定语境中使用，更不应将之贴上特定的政治立场标签。

二、 中共抗战专题

上海财经大学张屹的《抗战时期的中共群众动员问题：近二十年研究述评与问题省思》，梳理

了 ２１ 世纪以来学界有关中共抗战群众动员问题的研究，认为当前研究呈现出广视野、深层次、多角

度的研究态势，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揭示出了抗战群众动员的具体方式，关注到了抗战

群众动员中的各类群体，并由此实现了三个转向，即从传统党史、革命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视

野转向，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的历史书写模式转向，从单一史料向多元史料的史料运用方

法的转向。 当前研究的问题在于，由于对日文史料的挖掘与利用不够，未能从日本视角考察中共抗

战群众动员的基本态势，同时也未能全面考察中共、日方及群众等多元参与、多方博弈的复杂互动

过程。
南京大学李里峰的《战时中共的乡村政治动员》，指出中共的乡村政治动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

存在一脉相承与一以贯之的地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动员目标都是为了赢得民众参与性、认同性

与物质上的支持，二是动员的技术手段不外利益导向的动员和进行身份的塑造、情感导向的动员。
北京大学李秉奎的《抗战时期“群众运动”与“民众生活”的研究视野》，指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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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关中国群众运动或民众运动的研究还是较为罕见；“群众运动”所指的并不限于中共根据地的

群众运动，在沦陷区、国统区以及游离于这些地区之外的（如战时日本的华人社会）群众运动和民

众生活也应当加以关注和互相参照；此外，战前与战时民间冲突对战争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

课题。
河北大学郑立柱的《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７０ 年来有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指出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史料的

整理出版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走向繁荣，研究的内容也拓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等领域。 进入 ２１ 世纪，社会史层面的研究异军突起，亦有学者开始利用新革命史等新的理论方法

进行研究。 根据地的乡村文艺运动是未来研究值得深入的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在《从平原游击战决策的相关研究谈起》的报告中，指出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中共做出向华北平原挺进的决策，是影响整个战后局面的一个关键点；毛泽东写作《论
持久战》与其做出向华北平原挺进的决策有高度联系性，《论持久战》为其向华北平原挺进的决策

提供了理论解释与指导。 透过对这一案例的研究历程，他进一步谈到，历史学家的关怀与趣向很大

程度上会决定其研究的结果。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章百家的《抗战时期的中共对外关系———如何再利用外国观察者

关于中共抗战的记录》，指出外国观察者在政治倾向上多趋于中立，他们的记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作战情况；中国的抗战研究与国际二战史研究的节奏有所脱节，中国

对于战争创伤、战争暴行的研究滞后于国外；中日两国之间对于战争的和解，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

去，中日间的战争创伤需要弥合；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对日本人的影响以及对后来日本援华的影响等

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南开大学李明楠的《理解“革命”：中共对日认知及政策的思想考察（１９２１—１９５５）》，指出战后

中共对日认知与政策的基本观念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其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时期。 其中，革命的理

念、经验、斗争策略以及统战等对外思维，是分析中共对日政策不可忽视的因素。 缺乏对“革命”语
境的把握，似难以深入理解战后中共对日政策的意图与行动。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的《日本学界对战时中共历史的研究———兼谈“中华民国史研究”的
兴起与影响》，将日本学界对战时中共历史的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段，其一是 １９４５—１９７９ 年受“革命

中心史观”主导时期，研究视角和观点基本上是站在中共的立场；其二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降的

“相对化”时代，即摒除“善恶两元论”，既不拘泥于“革命中心史观”，又不拘泥于反“革命中心史

观”，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中国现代史的一切，都克服先入之见，而基于客观事

实，进行相对化的评价，战时中共历史的研究也因此增强了它的多元性和专门性、实证性、创新性。

三、 日本侵华专题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祁建民的《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力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

研究范式的变迁》，重点关注了战后日本关于战争动员性质认识上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研究范式

转变，指出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

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而
且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 但在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

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

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力战体制论”。 “总力战体制论”在方法论上将“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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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政策和社会变动与战后发展的关联，给其后的农

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影响。
南开大学刘岳兵在《近代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报告中，以时间和逻辑的顺序，以国

体论和日本精神论为主线对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思想发展的过程做了详细描述，主要关注到以下三

点：其一，日本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中国因素或者说中国因素在日本近代的知识构建中的意义；其
二，日本近代主要思想家所探讨的国体论与日本精神论的关系；其三，日本近现代思想中与对外思

想逻辑相关的问题，比如性别重建和国家意识、对华认识和侵略扩张等。
北京大学唐利国的《日本侵华思想战的思想》报告，指出日本侵华战争也是一场“思想战”，此

“思想战”存在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宣传战，一是在日本军方高层当中凡是与思想有关系的都

可称为“思想战”。 其研究宗旨为，从日本角度，探讨军方高层如何理解侵华战争，日本知识分子如

何论证侵华战争，日本群众如何接受侵华战争，以及日本是如何试图征服中国人的。
南开大学王美平的《战后日本学界的鸦片侵略政策研究述论》，以 １９８５ 年、２０００ 年为界，把战

后日本学界的鸦片侵略政策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多为概述性研究，第二个时期开始原始

资料的整理与出版，第三个时期增强了国际视野。 在研究焦点上还讨论了日本在其殖民统治范围

内的鸦片战略及其连续性与断裂性问题，日本鸦片政策的性质、效用与主导权问题。
河北大学肖红松的《烟毒与抗日战争研究》，指出中国学界有关抗战时期烟毒问题发表论文 ８０

余篇，出版著作 １１ 部，在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 相关研究的取向主要集中在日本烟毒

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就研究瓶颈而言，外文资料尤其是日伪政权内部原始资料的匮乏是制约

研究深化的重要因素。
中山大学（珠海）吉辰《〈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编纂问题再考———兼论日本官修战史的编

纂》，详细考察了《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编纂的机构、人员、经费与运作、编纂方针的变化，以
及从草案到刊本其间发生的变化。 该文指出自 １９０３ 年起，该战史编纂方针发生了很大改变，主要

包括美化日方的开战、避免针对日军行动的军事学术评判以及削减篇幅；该战史对以后日本官修战

史的编纂影响深远，乃至在战后编纂的《战史丛书》中亦可看出这样的传承。
南开大学郭循春的《近代日本兵制研究综述》，梳理了国内与日本学界对近代日本兵制的研究

成果，指出日本学者研究更为丰富，研究视角不只局限在军事上层建筑，而是扩展到了军队本身、军
队周边的地域、士兵个体、征兵制所影响的国民乃至对社会关系的塑造等方面。

南开大学宋志勇的《战后日本侵华战犯审判研究史》，将日本学界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分为三

个时期：一是东京审判前后，此间日本学界就已开始研究东京审判；二是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处于

日本对战争反省的时代，对东京审判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总体而言还是相对客观；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之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东京审判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报告认为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数据库的建设，会有质的发展。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殷燕军的《战争偶然性问题》，主要介绍了日本学者在七七事变是否存在计

划性问题上的研究，及其与中国学者的分歧，并以新近发现的日本野炮联队史记录进一步探讨了事

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 围绕此议题，与会学者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基本认为：七七事变发生的

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并不能否认日本侵华的必然性。

四、 其他专题

代表性学者的研究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的《王桧林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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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王桧林先生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关系与贡献，指出抗日战争史研究是王桧林先生学术研究的重

点领域，其主编的抗日战争丛书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的发展，王桧林先生对“中国抗战是一个战场还

是两个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以及“抗战时期的蒋介石集团属不

属于人民的范畴”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
南开大学江沛的《魏宏运与中国抗战史研究》介绍了魏宏运先生的抗日战争研究历程，指出魏宏运

先生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中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表现在：研究内容的变化，从研究人物转向研究局部

战役，再转向财政、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研究；研究范式的变化，逐渐注重把社会史的研究融入到抗日

战争研究；研究视野的转变，由单一的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从中共党史内部的认识，逐渐向区域史

扩展，之后又提倡国际视野，重视外国史料的运用。 魏宏运先生的研究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抗战研究

历程的一个缩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的《井上清与中日史学交流》一文，梳理

了日本左派史家井上清与中国史学界的交流，尤其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间的渊源，
由此个案可以窥探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军事史研究。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圣雄的《从军方到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在台湾》，
指出中国台湾地区的抗战军事史前 ４０ 年由军方展开编纂、研究，后 ３０ 年由学界接续展开，学界的

研究经历了由传统军事史向新军事史即更加注重战争与社会的关系的转变。 抗战军事史研究至今

仍然不算学界的主流，未来可在吸收新军事史研究方法之余，不偏废传统军事史研究如对作战过程

的探讨，或可取得更丰富的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齐小林的《由物及人———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史研

究的某些思考》，认为对战争史的研究可以由物及人或者由边缘到局部来开展，比如可以从战时的

粮食供给和分配问题、弹药的供给、士兵的医药卫生、通讯问题等史实性研究着手，并强调研究要具

备国际视野，关注物的因素的传入与传播。 南京大学郭洋的《七十年来的战时国民党军队政工史

研究》，指出既有研究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民党军政工制度的沿革、政工的表现与评价、以“武
主文从”为主的解释体系，未来除可以继续挖掘新史料外，也应着眼于新的视角，如党军关系视角、
战时政工与战后政工的贯通等。

区域抗战史与地方抗战史研究。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李斌的《浅谈湖南抗战研究》，指出湖南抗

战研究在 １９４９ 年前主要集中在湖南抗战文化动员、抗战地位与意义、抗战精神等方面，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在中共党组织在抗战中的作用、薛岳研究、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等方面有所拓展。 重庆

工商大学曾崇碧的《抗战时期地方财政研究综述》一文，指出相关研究在改订财政收支系统、战费

筹措等问题上较为深入，在县级财政独立地位及其全面实践、县级自治财政的定位、抗战大后方县

级自治财政整理及其效果、县级财政制度背后的利益博弈及社会反响等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旧题新解。 南开大学贺江枫的《〈何梅协定〉存在吗？ ———基于学术史与史实重建的再考察》，

指出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该问题研究在史料发掘上有很大突破，史实讨论也逐渐清楚。 但当前

研究对旧史料应用不够充分，新旧史料的对照也较为缺乏，如此也就形不成总体性的讨论。

在最后综合讨论环节，章百家、黄道炫、苏圣雄、鹿锡俊、高士华就研究选题、研究立场、跨学科

的知识储备、国际视野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高士华总结说：抗战史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应
有自我总结和自我反省的能力，研究要时怀危机感；年轻一代应熟练掌握最少一门外语，加强对日

本等国研究信息的掌握和对日本资料的利用。

〔作者张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闫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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